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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 2009) 、王峰明( 2016) 等。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加仅带来了 0. 6 元的 GDP增长，这说明中国对贫困县的财政扶贫绩效较低。刘畅和








人每年 95. 7 元( 1994 年不变价) ，而扶贫政策使得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38%，也就是平均每人每年增长 40. 6 元，因此整体来看财政扶贫政策的绩效是比较好


































我们假设经济体系中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和两个地区性政府，用 i = 1，2 分别表




























Yit = min( eitL，ρitKit ) ( 1)
其中，Yit是 i地区经济主体在 t期生产的最终产品数量，为劳动时间，Kit是 i地区







① 马克思( 1975，中译本)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56、214、239、581 页。
合可以生产出 1 单位最终产品。( 1 ) 式是数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生产函
数形式。






是 δit ，0≤ δit≤1 。在上述设定下，i地区经济主体 t期生产的最终产品 Yit ，扣除生产































① 马克思( 1975，中译本)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20、228 页。
解方程中的商品价值) ，等于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 ΛtδitKit ，即不变资本，
加上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 L，即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i 地区经济主体在生产中消
耗的生产资料价值由社会必要时间决定，其价值为社会价值 Λt ，但应用这些生产资料
生产最终产品时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又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 Λit 。由( 2) 式可
解得 Λit = ( ΛtδitKit + L) /Yit 。如果( 1) 式中生产资料和劳动是按比例投入的，即不存
在生产资料或劳动投入冗余，有 Yit = eitL = ρitKit ，此时 i地区 t期生产的最终产品的
个别价值为:
Λit = Λtδit /ρit + 1 / eit ( 3)







产资料或劳动投入冗余，有 Yit = eitL = ρitKit ，那么整个经济体系生产的最终产品的社




Λt = 2 /∑2i = 1 ( 1 － δit /ρit ) eit ( 4)
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有 e1t ＞ e2t ，容易证明 Λ1t ＜ Λt ＜ Λ2t 。即经
济发达地区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贫困地区生产最终产品的个
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如果生产和再生产单位劳动力需要的消费资料数量为 b 单位
最终产品，则( 2 ) 式中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可分解为劳动力价值 Λit bL 和剩余价值
( 1 － Λit b) L两部分，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润率为 πit = ( 1 － Λit b) L / ( ΛtδitKit + Λit bL) ，
容易证明 π1t ＞ π2t ，即经济发达地区的利润率要高于贫困地区。贫困地区生产经营
的利润率较低，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进而造成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水
平低下。另外，由( 4) 式可知，任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eit 提高，最终产品的社会价值













衡发展。在本文模型中，t期中央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为 τ∑2i = 1 ( Yit － δitKit ) 单位最
终产品。中央政府会在两个地区之间进行配置，假设中央政府在 t期将财政收入中的
xit ( 0 ≤ xit ≤ 1 ，∑2i = 1xit = 1 ) 部分，即 τxit∑
2
i = 1









量 Yit ，扣除生产资料损耗部分 δitKit ，扣除缴纳给中央政府的税收 τ( Yit － δitKit ) ，其所
得为 ( 1 － τ) ( Yit － δitKit ) ，他会将所得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剩下的用于扩大再生产。
假设 i地区经济主体在 t期将税后所得用于消费的比例为 cit ，0 ≤ cit ≤ 1 ，即将 ( 1 －
τ) cit ( Yit － δitKit ) 单位最终产品用于消费，将 ( 1 － τ) ( 1 － cit ) ( Yit － δitKit ) 单位最终产
品作为积累以扩大下一期的生产资料规模。在 t + 1 期 i地区经济主体投入生产的生
产资料数量为:
Ki，t +1 = Kit － δitKit + ( 1 － τ) ( 1 － cit ) ( Yit － δitKit )
+ τxit∑2j = 1 ( Yjt － δjtKjt ) ( 5)
( 5) 式意味着 i地区经济主体在 t + 1期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数量为 t期生产资料
数量 Kit 减去 t 期生产中损耗的 δitKit 部分，加上经济主体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部分
( 1 － τ) ( 1 － cit ) ( Yit － δitKit ) ，加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τxit∑2j = 1 ( Yjt － δ jtKjt ) 。在多阶
段的经济环境设定下，我们还需要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生产技术参数










高，可以合理地假设劳动生产率 eit 和该地区生产资料数量成正比，即有 eit = γKit ，
γ ＞ 0 。对于其他生产技术参数 ρit 和 δit ，由于没有明确的变动方向，为集中研究财政
转移支付引致的生产资料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变动带来的影响效应，可以假设这些参数
在各地区和各期保持不变，即 ρit = ρ，δit = δ。在上述设定下，( 1) 式中生产函数可以
写成:
Yit = θKit ( 6)
其中，θ = min( γL，ρ) 是一个正的常数。( 6) 式说明各地区在各期的最终产品产
量是和生产资料数量同比增长的。上述设定极大地简化了本文的模型，但不会失去本
文模型的主要特征，而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的主要观点。从地区间的比较
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存量较大，其劳动生产率高于贫困地区，有 e1t = γK1t ＞
γK2t = e2t ; 其资本技术构成高于贫困地区，有 e1t /ρ ＞ e2t /ρ ; 其产出高于贫困地区，
有 Y1t = θK1t ＞ θK2t = Y2t ; 其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小于贫困地区，有 Λ1t =
Λtδ /ρ +1 / e1t ＜ Λtδ /ρ + 1 / e2t = Λ2t 。从时间角度看，随着资本存量和生产规模的扩
大，两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eit = γKit 不断提高，资本技术构成 eit /ρ 不断提高，产出





出，如果 δit /ρit 降低，即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消耗的比例降低，则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
和社会价值也会降低。在 ρit = ρ，δit = δ的假设下，该性质仍然成立。
5. 两地区经济主体的决策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前文分析指出，i地区经济
主体在 t期将 ( 1 － τ) cit ( Yit － δKit ) 单位最终产品用于消费，代入( 6) 式，可写成 ( 1 －
τ) cit ( θ － δ) Kit 。而其生产资料增长决定了产出和消费的增加，可以将( 5) 式写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 2001，中译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72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 2012，中译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52－358 页。
的需求( 晏智杰，1982 ) 。考虑两个地区经济主体的社会需求，借鉴 Foley 与 Michl





βln( 1 － τ) cit ( θ － δ) Kit ( 8)
其中，0 ＜ β ＜ 1是经济主体的时间偏好率。同样地，假设两类经济主体的时间偏
好相等以集中研究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影响效应。求解 i 地区经济主体的
消费－积累决策问题，可解得其一阶条件应满足:
citKit / ci，t －1Ki，t －1 = β［τ( θ － δ) xit + ( 1 － δ) + ( θ － δ) ( 1 － τ) ］ ( 9)
由( 9 ) 式可知，i 地区在 t 期消费的最终产品量与 t － 1 期的消费量之比，即
citKit / ( ci，t －1Ki，t －1 ) ，与中央政府的税率 τ及对该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 xit 相关。可





面政策目标: ( 1) 使整体经济的总消费增长率最大化; ( 2) 使整体经济的总经济增长率




















中央政府在进行 t期财政转移支付比例的决策时，t － 1期两地区之间的消费比率
c2，t －1K2，t －1 / c1，t －1K1，t －1 是既定的，把( 9) 式代入并对 x1t 求偏导可解得:
Π /x1t = βτ( θ － δ) ( 1 － c2，t－1K2，t－1 / c1，t－1K1，t－1) / ( 1 + c2，t－1K2，t－1 / c1，t－1K1，t－1) ( 11)
注意到地区 1是经济发达地区，地区 2是贫困地区，因此有 c2，t －1K2，t －1 / c1，t －1K1，t －1 ＜
1 ，从而( 11) 式中 Π /x1t ＞ 0 成立。( 11) 式意味着，要实现第一方面政策目标，即两
地区经济主体在 t期的总消费增长率最大化，中央政府应实施倾向于贫困地区的财政
转移支付，直至两地区的消费相等。当两地区消费相等即 c2，t －1K2，t －1 / c1，t －1K1，t －1 = 1




接着考虑第二方面政策目标。结合( 6 ) 和( 7 ) 式，两地区经济主体在 t 期的总经
济增长率为:
Ψ = ( K1t + K2t ) / ( K1，t －1 + K2，t －1 )
= 1 + θ － 2δ － ( 1 － τ) ( θ － δ) ( c1，t －1K1，t －1 + c2，t －1K2，t －1 ) / ( K1，t －1 + K2，t －1 ) ( 12)
注意到 ( 1 － τ) ( θ － δ) ( c1，t －1K1，t －1 + c2，t －1K2，t －1 ) / ( K1，t －1 + K2，t －1 ) 等于 t － 1 期两
地区经济主体的总消费率乘以 θ － δ，中央政府在进行 t 期财政转移支付比例的决策





































































此可以用一个地区的实际 GDP除以投入的活劳动总量( 如就业总人数) 作为劳动生产
率的代表变量。由于本文所采用的县级数据中很多未统计就业总人数，因此在研究中







致估计系数有偏和不一致。本文的 OLS 和断点回归模型参考了 Hall( 2009) 、Barro 和





j = β0 + β1 G
－
j + XjΓ + ε j ( 13)
被解释变量 Y
－
j 为各个县人均 GDP在样本期内的年均增长率，核心解释变量 G
－
j 为
各个县人均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Xj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在 t = 1 时( 2000 年) 的期初













j = α0 + α1·PDUMMYj + α2 f ASSIGNVAＲ( )j + Xjκ + ν j ( 14)
Y
－
j = δ0 + δ1·PDUMMYj + δ2 f( ASSIGNVAＲj ) + Xjφ + uj ( 15)
其中 PDUMMY是虚拟变量，当 j县 1992 年的人均收入小于等于 400 元时取 1，否
则取 0; ASSIGNVAＲ 是断点回归的驱动变量，采用的是 j 县 1992 年的人均收入减去





j = β0 + β1·G
︿
j + β2 f( ASSIGNVAＲj ) + XjΓ + ε j ( 16)
其中，G
︿
j 为通过( 14) 式得到的 G
－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所谓“四进七出”划分标准是指: 1994 年之前不是贫困县的地
区，如果 1992 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400 元，一律划为新的贫困县; 1994 年之前是国贫县
的，如果 1992 年人均纯收入不超过 700 元，仍保留其贫困县资格。2001 年中国政府




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是 2000－2009 年，而人均纯收入 400 元的间断点是“八七扶
贫计划”贫困县划分标准中界定的。之所以没有采用“八七扶贫计划”的政策实施期
间( 1994－2000 年) ，主要原因是该期间的县级 GDP 数据质量较差，而 2000 年之后各
省的统计年鉴普遍公布了质量相对较高的县级 GDP数据。另外该样本区间与 Guo 等
( 2016) 等已有研究一致，便于对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为保证断点识别的有效性，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将样本进行了处理，使其严格符合





















全样本 400 元断点左侧的县 400 元断点右侧的县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财政支出增长率 1195 0. 2172 0. 0375 135 0. 2204 0. 0400 1060 0. 2168 0. 0371
GDP增长率 1195 0. 1273 0. 0389 135 0. 1233 0. 0356 1060 0. 1278 0. 0393
农业产值占比 1162 0. 4334 0. 2237 134 0. 5689 0. 1990 1028 0. 4157 0. 2207
农业人口占比 1157 0. 8188 0. 1321 134 0. 9048 0. 0543 1023 0. 8075 0. 1351
人均播种面积 1177 48. 40 115. 46 134 35. 87 22. 25 1043 50. 01 122. 31
财政供养人口占比 1163 0. 0320 0. 0180 134 0. 0331 0. 0270 1029 0. 0319 0. 0165


















本文综合考虑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和 Calonico 等( 2014) 提出的数据导向型断点
回归图的做法，以 5 元为带宽和二阶多项式拟合线来绘制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断点回归
样本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横轴表示的是 1992 年的人均纯收入，第一阶段回归中的
被解释变量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 Gj ) 和人均 GDP增长率( Yj ) 在间断点上是非连续的。
图 1 间断点附近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和人均 GDP增长率的分布
( 三) 回归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首先我们应用 OLS 回归方法对县级财政支出绩效进行评估，
表 2 中的 a部分报告了加入与不加入控制变量情形下的估计结果，其中第( 1) 列不加
入控制变量，第( 2) 列只加入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第( 3) 列加入省级和县级层面的控
制变量。表 2 的 a部分说明，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增加 1 个百分点时人均 GDP 增长







表 2 的 b、c部分( 1) －( 3) 列是基于全部样本和 3 阶多项式的回归模型所得到的
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时，扶贫政策使得贫困县的人均财
政支出和人均 GDP相对于其他地区平均每年多增长 1. 49 和 2. 25 个百分点; 加入省
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后，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 GDP 平均每年多增长 1. 63 和 2. 48 个百
分点;加入县级和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后，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 GDP平均每年多增长
1. 81 和 2. 42 个百分点。c部分的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上
升 1 个百分点时人均 GDP增长率上升 1. 34－1. 52 个百分点。
表 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多项式阶数 3 3 3 1 3
带宽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 50 ± 500
省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943 943 905 90 811
说明: * 、＊＊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值为估计量的标准误，下表
同。
在基于全部样本和三阶多项式的两阶段回归基础上，我们还进一步选择不同带




± 50 元和 ± 500 元的带宽下，扶贫政策使得贫困县的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相对于其他
地区上升了 2. 07－2. 52 个百分点，人均 GDP 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上升了约 2. 58－
2. 75 个百分点，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上升 1 个百分点时人均 GDP 增长率上升 1. 09－
1. 25 个百分点。这些估计结果与表 2( 1) －( 3) 列的结果较为接近，说明两阶段回归的
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采用简单 OLS回归方法估计得到的财政支出的绩效非常低，人均财政支出增长

























































多项式阶数 3 1 3 3 1 3
带宽 全样本 ± 50 ± 500 全样本 ± 50 ± 500
省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1084 91 927 1143 105 985
表 3 第( 1) －( 3) 列表明，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县级市、市辖区的样本后，扶贫政
策使得贫困县的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上升了 1. 82－2. 39 个百分点，人
均 GDP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上升了约 2. 38－2. 73 个百分点，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





策使得贫困县的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上升了 1. 68－2. 34 个百分点，人
均 GDP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上升了约 2. 53－2. 84 个百分点，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



















困县人均财政支出平均每年比其他地区多增长约 1. 81 个百分点，而扶贫财政支出的
增长又使贫困县的劳动生产率比地区平均每年多增长 2. 42 个百分点，说明中国对贫
困县的财政扶贫政策绩效是比较显著的。贫困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更快增长，能够提高
人均收入、创造更多产出，进而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两者之比 1. 34 有两层经济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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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Anti-Poverty Theory and Policy from the Maxism Perspective:
Exploration under the Spiri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Wang Yiming; Hu Jiukai
Abstrac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maintains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has already crossed the threshold of a“new era”，while there are still many areas that reveal deficien-
cies with respect to public welfare，and poverty alleviation remains a formidable task for the country. For
this reason，the period between now and 2020 will be decisive in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ate-
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economics with the funda-
mental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text，this paper develops the anti-poverty theory of Marx-
ism. We construct a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model based o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and fi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policy that benefits poor areas promotes
the growth of overall economic consumption and reduces the gap between regions，without slowing down the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rate. Based on theoretical studies，we provide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per-
formance of a fisc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note that the impact of this is noticeable in poverty-strick-
en countries.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have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ci-
s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China and how fiscal policy can be used to achieve the balanced de-
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fiscal spending performance，Marxist theory，labour theory of
value ( LTV)
JEL codes: D31，H77，H50
( 截稿: 2018 年 2 月 责任编辑: 曹永福 李元玉)
·42·期7第年8102*济经界世
马克思主义财政扶贫理论与政策:十九大精神下的探索

